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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TOE理论视角构建起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驱动路径整体性分析框架，以广州市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为样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CA）与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驱动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实现高创新绩效的多重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能力与组织规模是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隶属关系这一独有特征在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梳理出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三条能够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的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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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athways for New R&D Institutions in the Nat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A Hybrid Analysis Based on QCA and 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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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holist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athways for new R&D institutions with the nat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takes the new R&D institutions of public institution nature in Guangzhou as a sample,uses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to deeply explore the multipl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s that drive the new R&D institutions of public institution nature to achiev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R&D institutions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echnical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size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th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R&D institutions in the nat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affiliation relation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R&D institutions in the nat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orts out three equivalent paths that can realize th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R&D institutions in the nat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namely, technology-driven specialized and cutting-edge soldiers, technology-driven scale-led and technology-drive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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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研发机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因其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用人机制灵活等特点，较传统的研发机构，在强化产业技术供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型研发机构最早起源于1996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建立，2015年，广东省十部门联合率先制定发布了《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2018年，中央在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新型研发机构地位，新型研发机构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2019年科技部印发《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随着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新型研发机构成为了推动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学界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如何客观、准确、高效评估并挖掘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显得尤为重要，因而研究和评估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现有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研发投入、政府支持[1]、网络关系强度、市场机制[2]等单个因素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少有研究关注到多个因素的“联合效应”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3]，且基本都将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简单混为一谈，忽视了新型研发机构因法人性质或投资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经营目的、功能定位、组织结构等，其创新绩效生成的影响因素与机制路径也因此有差异。目前新型研发机构法人性质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服务机构法人（原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分别占70%、20%、8%左右[4]。其中，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由企业或个人出资成立，主要以满足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面向市场开展自主研发，具有营利目的，因而其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目的性更强，路径更清晰，而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则以政府和高校联合举办为主，由政府和高校给予资源支持，主要发挥服务地方、支持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等作用，属于非营利性机构[5]，现有研究表明，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较企业性质新型研发机构还存在较大差距[1]，因此，综合数量占比、机构性质、实践表现来看，相较于企业性质和社会服务机构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探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投入与产出机制路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其科技创新绩效更具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广州市23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在TOE理论框架下，采用fsQCA和NCA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各影响因素对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产生的“联合效应”，理顺各关键因素影响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内在规律与实现机制，探索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探索了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科研机构创新绩效实现的关键因素，为推动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科研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合力构建绩效评价体系，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参考与建议；二是结合分析结果与具体案例相关定性和定量证据，建立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科研机构实现高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和路径。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框架

TOE（Techo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是一种广泛用于技术创新领域研究的理论模型，由技术（Technology）、组织（Organiz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三个维度组成，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管理、绩效评价、战略管理等领域。TOE框架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且灵活的分析模型，能够同时考虑技术、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影响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复杂因素，为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策略指导。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进行实证研究，其中，NCA是专门分析必要关系的方法，主要是为了弥补QCA方法在必要条件识别上的不足，因此在常规的QCA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NCA方法进一步检验。采用QCA方法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研究是在TOE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探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技术、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的“联合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作为一种基于整体论分析多要素组态效应的范式，是研究探索复杂、非对称、多因素并发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6]。二是研究以广州市23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为对象，属于中小型样本量的案例研究，这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通常适用于10‒60个样本量的研究，样本数量适合采用该方法[7]。

1.3  变量选取与文献回顾

1.3.1  条件变量

（1）技术维度。技术是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要素，技术维度包含了新型研发机构科研技术条件，如研发机构的技术能力、技术基础设施等。新型研发机构承担的课题项目数量以及高级职称人数能够反映出机构的技术水平与研究能力，科研课题数量、高级职称人数对学术论文[8‒9]、专利和新产品[10]等创新成果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现有研究指出，在开展发达省份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评估应该更加注重科研项目承担情况[11]。科学设备仪器等技术基础设施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物质基础，其既能为创新系统吸引创新资源流入，也是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12]，对学术性及技术性产出都有促进作用[13]，最新的研究指出，科研基础设施应被纳入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中开展深入分析讨论[14]。综上，在技术维度，本研究从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能力和技术基础设施两个要素来衡量，其中，技术能力因素选取课题项目数量、高级职称人数作为衡量指标；技术基础设施选取科学仪器设备原价作为衡量指标。

（2）组织维度。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科研活动需要组织资源支持，本研究选取组织规模、组织业务导向、隶属关系等组织特征作为组织维度的构成要素。组织规模作为组织的基本特征，一直以来都是组织效益研究的重要议题，组织规模对企业[15]、科研机构[16]甚至区域[17]的创新绩效都有显著影响。组织业务导向代表组织的人、财、物等资源的重点投入方向，本研究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这一目前较为通用的指标来反映组织业务导向，该指标能够衡量组织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18]。此外，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区别于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组织特征在于前者与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人事管理与行政级别深度捆绑，组织的业务资源、行政级别等也因所隶属管理部门行政级别的不同而不同，现有研究表明，行政级别所带来的资源与制度效应对个人、组织乃至区域的创新与管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如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财政支持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创新能力也越强[19]，城市行政级也会对区域内的企业创新影响非常显著，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因其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与集聚效应而促进地区企业创新[20]。汤敏骞认为行政隶属关系会影响到高职院校的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渠道、办学自主权[21]。罗向阳等认为高校的行政级别拓展了高校领导的政治空间，将高校领导置于了更为广阔的晋升锦标赛格局中，这种晋升锦标赛促使高校领导因追求政绩而领导所在高校与其他高校开展科研成果等方面的激烈竞争[22]。综上，在组织维度，本研究从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规模、研究投入力度、隶属关系三个要素来衡量，其中，组织规模从人、物两个方面分别选取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单位资产合计值作为衡量指标；组织业务导向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占比作为衡量指标；并引入行政隶属关系这一重要组织特征开展分析研究。

（3）环境维度。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创新活动不仅受到技术能力与组织特征影响，也受到政策法规、市场竞争、经济状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发展创造需求[23]。本研究主要考虑政府与市场两个大环境，吴雪莲等发现，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即较高的财政科技投入能提高农业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产出[24]，在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中，政府财政经费支持均被列为重要评价指标[25‒26]。除了政府的支持，市场也是新型研发机构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市场需求为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创新的方向和领域，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活动提供了市场外部驱动力[24]，新型研发机构通过服务和满足市场需求获得技术性收入，实现“自我造血”，进而“反哺”研究与创新活动[27]。综上，在环境维度，本研究从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政府财政支持与所面临的市场需求环境两个要素来衡量，其中，政府财政支持选取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年度收入总额中政府资金占比作为衡量指标，市场需求环境选取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年度收入总额中技术性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指标。

1.3.2  结果变量

参考前人的研究，衡量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创新绩效要综合考虑学术成果、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果等方面情况，因此，本研究通过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形成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数量、软件著作权数量、技术作价入股企业数量来综合评价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指标。

1.4  样本数据

本研究选取广州市23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样本，各机构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较大异质性，满足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的案例选择要求[28]，研究所需数据通过各机构填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事业单位调查表》获取。考虑到科技投入到形成创新绩效产出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本文借鉴对创新绩效产出设置1‒2年滞后期的常规做法[29‒30]，对结果变量设置1年滞后期，即条件变量采用2022年的数据；结果变量采用2023年的数据。在获取原数据之后，借鉴现有研究做法[30‒31]，对需要从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的要素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出该指标值。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类型
	测量维度
	构成要素
	评价指标

	条件变量
	技术维度
	技术能力
	承担科技课题项目（项）

	
	
	
	高级职称人数（人）

	
	
	技术基础设施
	科学仪器设备原价（千元）

	
	组织维度
	组织规模
	资产合计值（千元）

	
	
	
	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

	
	
	组织业务导向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占比（%）

	
	
	隶属关系
	隶属关系


	
	环境维度
	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资金收入占比（%）

	
	
	市场需求环境
	技术性收入占比（%）

	结果变量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科技论文数量（篇）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项）

	
	
	
	形成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数量（项）

	
	
	
	软件著作权数量（项）

	
	
	
	技术作价入股企业数量（家）


1.5  变量校准与处理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对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数据校准，设定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3个锚点。本研究参考杜运周等[32]的做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的第90百分位数、中位数、第10百分位数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同时，为了避免在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0.5的组态归属问题，本文将0.5隶属度减去0.001常数[33]。变量数据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校准后数据
	变量类型
	集合
	数据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技术能力
	7.54
	19.55
	10.11

	
	技术基础设施
	171367.40
	35869.15
	10105.40

	
	组织规模
	317862.40
	102030.80
	23262.60

	
	组织业务导向
	0.95
	0.72
	0.48

	
	隶属关系
	4.00
	3.00
	2.00

	
	政府财政支持
	0.99
	0.86
	0.29

	
	市场需求环境
	0.47
	0.10
	0.00

	结果变量
	创新绩效
	17.42
	5.28
	1.09


2  实证分析

2.1  必要条件分析

研究采用QCA方法和NCA方法结合的方式检验必要条件。QCA方法以0.9为阈值，当一致性大于0.9即可判定该条件属于必要条件，如表3所示，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的一致性全部低于0.9，均不构成高创新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R软件采用NCA方法进行必要性检验，相较QCA方法，NCA方法运用蒙特卡罗模拟能够识别出更多的必要条件，并通过瓶颈水平分析找出必要条件水平对不同结果水平的影响程度。NCA方法判断条件是否为必要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效应量（d）≥0.1且显著性水平（P值）≤0.05，表4为NCA方法数据检验结果，根据上限回归（CR）和包络分析（CE）两种方法的特点
，本研究主要参考CR检验结果，显示技术能力和组织规模的效应量（d）均大于0.1，属于中等效应水平，且P值≤0.05，表明这两个条件变量均是创新绩效产出的必要条件。表5展示了条件瓶颈水平分析结果，技术能力和组织规模分别在70%和50%的创新绩效水平上存在瓶颈，实现50%的创新绩效水平，至少需要13.3%的组织规模水平、21.1%的政府财政支持水平，其他条件不存在瓶颈水平；实现70%的创新绩效水平，至少需要12.9%的技术能力水平、45.6%的组织规模水平、34.3%的政府财政支持水平，其他条件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3  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创新绩效
	非高创新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技术能力
	0.725
	0.718
	0.470
	0.526

	~技术能力
	0.521
	0.466
	0.748
	0.754

	技术基础设施
	0.562
	0.655
	0.449
	0.591

	~技术基础设施
	0.649
	0.511
	0.738
	0.655

	组织规模
	0.724
	0.722
	0.457
	0.514

	~组织规模
	0.513
	0.455
	0.753
	0.755

	组织业务导向
	0.539
	0.476
	0.723
	0.721

	~组织业务导向
	0.684
	0.686
	0.475
	0.538

	隶属关系
	0.715
	0.568
	0.575
	0.516

	~隶属关系
	0.391
	0.449
	0.518
	0.617

	政府财政支持
	0.743
	0.642
	0.522
	0.510

	~政府财政支持
	0.432
	0.445
	0.528
	0.511

	市场需求环境
	0.429
	0.446
	0.636
	0.747

	~市场需求环境
	0.756
	0.648
	0.528
	0.511


注：“~”表示逻辑运算“非”。
表4  NCA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值

	技术能力
	CR
	95.7%
	0.145
	0.93
	0.156
	0.047

	
	CE
	100%
	0.168
	0.93
	0.180
	0.015

	技术基础设施
	CR
	87.0%
	0.090
	0.94
	0.095
	0.130

	
	CE
	100%
	0.134
	0.94
	0.142
	0.034

	组织规模
	CR
	78.3%
	0.255
	0.93
	0.274
	0.001

	
	CE
	100%
	0.219
	0.93
	0.235
	0.002

	组织业务导向
	CR
	87.0%
	0.039
	0.93
	0.042
	0.611

	
	CE
	100%
	0.025
	0.93
	0.027
	0.740

	隶属关系
	CR
	100%
	0.019
	0.96
	0.020
	0.423

	
	CE
	100%
	0.038
	0.96
	0.040
	0.319

	政府财政支持
	CR
	78.3%
	0.202
	0.91
	0.222
	0.082

	
	CE
	100%
	0.206
	0.91
	0.226
	0.039

	市场需求环境
	CR
	87.0%
	0.028
	0.91
	0.031
	0.192

	
	CE
	100%
	0.021
	0.91
	0.023
	0.264


注：①0≤d＜0.1表示低水平，0.1≤d＜0.3表示中等水平，d≥0.3表示高水平；②置换检验重抽次数=10000次。
表5  NCA必要性瓶颈水平（%）分析
	创新绩效
	技术能力
	技术基础设施
	组织规模
	组织业务导向
	隶属关系
	政府财政支持
	市场需求环境

	0
	NN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1.3
	NN

	30
	NN
	NN
	NN
	NN
	NN
	7.9
	NN

	40
	NN
	NN
	NN
	NN
	NN
	14.5
	NN

	50
	NN
	NN
	13.3
	NN
	NN
	21.1
	NN

	60
	NN
	NN
	29.4
	NN
	NN
	27.7
	NN

	70
	12.9
	NN
	45.6
	NN
	NN
	34.3
	NN

	80
	38.2
	7.8
	61.7
	NN
	NN
	40.9
	NN

	90
	63.4
	47.2
	77.8
	9.7
	NN
	47.4
	14.4

	100
	88.7
	86.6
	94.0
	72.5
	95.0
	54.0
	39.1


注：采用CR方法，NN=不必要。

2.2  组态分析

在经过数据校准与必要性分析后，通过构建真值表来分析导致结果变量的不同条件组态。本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0，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是子集关系一致性的替代测量，取值一般在0.5~0.7均可，参考现有研究，将PRI设置为0.60[34]。表4结果表明，四种组态可以产生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且每个组态的一致性和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85，表明组态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本研究通过中间接与简约解相结合的方式来区分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在组态命名上，遵循“简洁表达”“捕捉整体”“唤起组态本质”的原则[35]。从四条组态可以看出，技术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每一条组态中，说明技术能力对于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提升更为重要，因此，四条组态命名均以技术驱动为“锚点”，其中，组态A1命名为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组态A2除技术能力外，组织规模特征突出，因此命名为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组态A3a与组态A3b核心条件一致，可以归为一类，构成二阶等价组态（A3）[36]，组态A3除技术能力、组织规模外，隶属关系特征明显，同时具备一定的设备（技术基础设施）、人力（组织业务导向）资源条件，通过政府或市场环境的推动来产生较高的创新绩效，因此命名为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
表4  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影响的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A1
	A2
	A3

	
	
	
	A3a
	A3b

	技术能力
	●
	●
	●
	●

	技术基础设施
	●
	●
	
	●

	组织规模
	
	●
	●
	●

	组织业务导向
	 EQ \o\ac(○,×)
	 EQ \o\ac(○,×)
	 EQ \o\ac(○,×)
	●

	隶属关系
	●
	 EQ \o\ac(○,×)
	●
	●

	政府财政支持
	 EQ \o\ac(○,×)
	●
	 EQ \o\ac(○,×)
	●

	市场需求环境
	●
	 EQ \o\ac(○,×)
	●
	 EQ \o\ac(○,×)

	一致性
	0.923
	0.951
	0.948
	0.854

	原始覆盖率
	0.157
	0.161
	0.153
	0.239

	唯一覆盖率
	0.044
	0.097
	0.041
	0.137

	解的一致性
	0.905

	解的覆盖率
	0.432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EQ \o\ac(○,×)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EQ \o\ac(○,×)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2.2.1  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

组态A1显示以高技术能力、高隶属关系为核心条件，高技术基础设施、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非高政府财政支持、高市场需求环境为边缘条件可以充分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这类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利用自身的仪器设备资源，依靠较强的技术能力，以及高行政层级优势带来的影响力与权威性实现较高创新绩效。其一般专精于某一小众或特色技术领域，产业市场对这一技术有一定需求刚性，因此机构能够从产业市场获得较多的技术性收入，通过与产业市场的不断互动，满足市场技术需求来实现高创新绩效产出。这一组态的的典型机构为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根据统计资料，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是隶属于省级部门国际化焊接技术研发中心，技术能力较强（第5名），组织业务导向水平较低（第17名），政府财政支持力度较弱（第15名），技术基础设施条件（第4名）和市场需求环境（第8名）中等偏上。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创新绩效水平中等偏上，主要围绕现代焊接技术、先进焊接材料、高端智能焊接装备等特色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创新工作，拥有8000平方米的试验车间、中试场地，50多台/套国际先进焊接设备，仪器设备等技术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研究成果产业化应用程度较高，仅在家用电器行业其所参股的企业就与双立人、苏泊尔、美的集团、凌丰集团、爱仕达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服务合作关系，市场技术需求较高，市场服务能力较强。该机构通过自身影响力以及在特色领域较强的技术能力，在较好的技术基础设施条件下，依靠市场需求拉动，实现了较好的创新绩效水平，符合本研究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特征。

2.2.2  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

组态A2显示以高技术能力、高组织规模为核心条件，高技术基础设施水平、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非高隶属关系、高政府财政支持、非高市场需求环境为边缘条件可以充分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这类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反映出，当机构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水平，只要组织规模足够大，在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政府财政支持下，可以实现较高的创新绩效。这一组态的的典型机构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根据统计资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属于外地高校与广州市政府共建机构，技术能力强（第2名），组织规模大（第4名），组织业务导向水平（第22名）和市场需求环境水平（第14名）较低，技术基础设施（第8名）和政府财政支持水平（第7名）中等偏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上级主管单位为区级政府部门，主要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5G应用、物联网、网络安全等“卡脖子”关键领域开展研究和创新工作，专任教师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特聘专家、万人计划等国字号领军人才，目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全日制学生规模达到2000人，专职教师队伍200人，建筑面积33.58万平方米，科研实验楼8栋，人员和资产规模较大。拥有广州市场景理解与智能交互重点实验室、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密码与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广州第三代半导体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仪器设备等技术基础设施条件较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以强大的高层次人才团队作为技术驱动力量，凭借较大规模的在校学生、教职队伍和资产规模等组织规模优势，实现了较高创新绩效，符合本研究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特征。

2.2.3  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
组态A3a显示以高技术能力、高组织规模、高隶属关系为核心条件，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非高政府财政支持、高市场需求环境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创新绩效。组态A3b显示以高技术能力、高组织规模、高隶属关系为核心条件，高技术基础设施、高组织业务导向、高政府财政支持、非高市场需求环境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创新绩效。比较A3a和A3b两条组态可以发现，两者在核心条件上相同，仅在组织业务导向、政府财政支持、市场需求环境等边缘条件上存在替代关系。这类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反映出在技术能力较强，组织规模较大、隶属行政层级较高时，当市场需求环境不佳时，组织可以通过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条件，并强化在人员科学研究活动上的投入时间，能够实现较高的创新绩效；当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有限而市场需求环境相对更好时，仅通过较强的技术能力，较大的组织规模，以及较高的行政层级所带来的影响力与权威性，同样能够实现较高的创新绩效。前者通过强化组织内部资源投入（提高折合全时当量比例、优化仪器设备）来推动创新绩效产出，后者则在内部资源投入表现不佳时，依靠良好的市场需求拉动，凭借自身的技术、人力、行政资源优势也能推动实现较高的创新绩效。这一组态的典型机构包括清华珠三角研究院和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以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为例，根据统计资料，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发起成立，是广东省属事业单位，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第6名）和组织规模（第1名），技术基础设施雄厚（第2名），组织业务导向（第6名）和政府财政支持（第4名）均处于中上水平。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转移转化工作，拥有纳米生物安全中心、理性设计平台、精准制造平台、纳米检测平台、应用评价平台重大技术基础设施，拥有5个院士团队、2个会士团队，截至2021年初已拥有320多专职人员，其中87%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研究人员近90%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凭借行政隶属层级较高带来的资源优势、强大的技术能力以及人员和资产规模，在重大技术基础设施资源丰富、研究人员科研活动时间较长以及政府财政支持下，实现了较高的创新绩效，符合本文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特征。
表5  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实现高创新绩效组态的比较

	组态名称
	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

（A1）
	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

（A2）
	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

（A3a、A3b）

	组态详情
	高技术能力*高技术基础设施*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高隶属关系*非高政府财政支持*高市场需求环境
	高技术能力*高技术基础设施*高组织规模*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非高隶属关系*高政府财政支持*非高市场需求环境
	高技术能力*高组织规模*非高组织业务导向*高隶属关系*非高政府财政支持*高市场需求环境（A3a）

高技术能力*高技术基础设施*高组织规模*高组织业务导向*高隶属关系*高政府财政支持*非高市场需求环境（A3b）

	驱动机制
	专精于某一市场需求刚性较强的技术领域，通过与产业市场的互动，满足市场技术需求来实现较高创新绩效。
	在技术能力足够的前提下，只要组织规模足够大，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和政府财政支持实现较高的创新绩效。
	通过技术能力、行政资源以及规模影响力，通过加大研究人力与设施资源投入，实现较高创新绩效。或者仅凭借技术资源、行政资源和规模影响力，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实现较高创新绩效。

	代表城市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定性或定量证据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主要围绕焊接这一特色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创新工作，拥有8000平方米的试验车间、中试场地，50多台/套国际先进焊接设备，仅在家用电器行业其所参股的企业就与双立人、苏泊尔、美的集团、凌丰集团、爱仕达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服务合作关系，服务产业与市场的能力强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全日制学生规模达到2000人，专职教师队伍200人，建筑面积33.58万平方米，科研实验楼8栋，人员和资产规模较大。拥有广州市场景理解与智能交互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仪器设备等技术基础设施条件较好。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拥有纳米生物安全中心等多个重大技术基础设施，7个院士团队、会士团队，截至2021年初已拥有320多专职人员，其中87%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研究人员近90%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活动。


注：“*”表示且，字体加粗表示为核心条件。

2.3  稳健性检验

针对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产生高创新绩效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参考现有研究普遍做法[32]：一是提高PRI一致性阈值。将PRI一致性由0.6调高至0.65，产生的组态与现在组态一致。二是调整隶属点。将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锚点分别调整为第85百分位数、第15百分位数，交叉点保持不变，得到的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致；将交叉点调整为第45百分位数，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锚点不变，得到的新组态基本被包含在原组态内。可见调整参数后对本研究组态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说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基于TOE理论视角，从技术能力、技术基础设施、组织规模、组织业务导向、隶属关系、政府财政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七个方面构建了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前因条件变来那个体系，运用NCA、QCA等方法，探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研究发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由多种要素共同驱动生成，技术能力和组织规模是实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且技术能力做为核心条件出现在每一条组态路径中。最终根据组态结果梳理出技术驱动的专精尖兵型、技术驱动的规模引领型、技术驱动的资源推动型三条可以驱动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等效路径。

3.2  启示

3.2.1  理论启示

现有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单个因素研究和“联合效应”研究基本都将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简单混为一谈，忽视了新型研发机构法人性质或投资主体的差异，本研究针对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开展研究，发现技术能力与组织规模是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实现高创新绩效的核心必要条件，此外，隶属关系这一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所独有的特征在驱动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产生高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不同法人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生成机制具有异质性，在研究中应视情况区别对待，这为新型研发机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3.2.2  实践启示

一是要重视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能力和组织规模建设，通过强化其技术能实力、提高技术人才层次水平、扩大人员和资产规模来保障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基本的创新能力与绩效水平，同时，尽量从较高的行政层级发起设立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对于区县等行政层级相对较低的政府部门发起设立的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应尽量与知名院所等高能级机构合作举办，避免机构陷入行政资源不足、影响力不够所导致的一系列其他资源困境，并尽可能规划和实现较大组织规模，以此来吸引院所持续进行设备、人才等资源投入。二是要系统地优化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组织、环境条件，本研究发现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组织、环境条件需要有机地组合成有效系统才能实现较高创新绩效，因此，政府部门在创办和扶持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市应该统筹优化机构的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发挥技术能力、组织规模、隶属关系等核心要素协同促进创新绩效的作用。
3.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基于广州市23家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相关研究，虽然符合QCA方法对样本数量的要求，但可能对结论的外部效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全省甚至全国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为样本进行研究。其次，受限于样本数量与前因条件数量间关系的限制，本研究分析的前因条件可能不够全面，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充前因条件的种类与数量，更全面地研究探讨事业单位性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驱动因素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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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关系按照层次划分从1~5进行赋值，其中5=隶属于中央党政机关等机构，4=隶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3=隶属于副省级城市各部门，2=隶属于地（市）级各部门，1=隶属于县（区）级各部门。


� CR方法适用于前因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均为连续或离散，并有5个及更多水平；CE方法则适用于二分变量或低于5级的离散变量。







